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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内生性分析 

AI 试验区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其选取不是完全随机的。申请的城市需满足一系列 AI 产

业的量化指标，AI 突破式创新能力强的城市更有可能建设 AI 试验区，因此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此外，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城市的 AI 突破式创新水平可

能还存在其他遗漏的影响因素，造成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取以下方法检验或缓解内生性问题： 

（一） Logit 模型检验 

本文基于 2015-2018 年（首个 AI 试验区设立前）的样本数据，将城市是否是处理组的虚拟变量

作作为被解释变量，AI 突破式创新强度 作作为解释变量，入与基基回归相同的的制变变

量，使用 Logit 模型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见附表 1 列(1)所示，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在制

变了其他同关影响因素后，对照组和处理组的样本在事前的 AI 突破式创新强度上并未体现出系统性

差异。 

（二）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处理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且考虑到专利公开日通常为专利申请后 18 个月，本文将基回归相的核心解

释变量分别滞后一期和两期处理后再进行归相，结果见附表 1 列(2)(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

数均显著为正，基基回归相保持一致。 

（三） 工具变量法 

为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参考徐明等（2025）的做法，本文选取 2009-2011 年各城市高等院校

在校生人数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同关性方面，高等院校在校生数量能反映城市潜在的高端人才供给

规模，AI 突破式创新需要高水平专业人才的支持，因此 AI 试验区试点政策更有可能选定在高等院

校在校生人数多的城市；外生性方面，高等院校的选址和规模主要由当地历史上的教育规划等宏观

因素决定，不会受未来的政策试点和创新活动的影响；且 2009-2011 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均值

是 AI 试验区设立十年前的数据，AI 行业迭代迅速，十年前的学生已不再是突破式创新前沿的主力

军，因此不能直接影响未来的 AI 突破式创新水平。由于本文所选样本为面板数据，仅使用 2009-2011

年均值的截面数据无法度量固定效应模型，故借鉴 Nunn and Qian作（2014）的方法，将固定值基随时

间变化的变量同乘，构建面板工具变量。本文分别选用上一年邻近城市“AI 发展目标”提及率①作（徐

现祥等，2025）和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黄群慧等，2019），作为时变工具变量，基 2009-2011

年在校生人数均值同乘，构建工具变量 和 。邻近城市提出“AI 发展目标”，会促使本城市

重视 AI 产业发展，进而在申报 AI 试验区时的占据优势，满足同关性要求；在中国“条块式”政府

结构下，本城市的 AI 突破式创新不会受到邻近城市的直接影响，满足外生性要求。而全国互联网用

户数作为全国性的行业冲击，不会影响工具变量的同关性和外生性要求。附表 1 列(4)和列(6)分别展

示了第一阶段的结果，工具变量 和 对政策实施变量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满足

同关性假设；一阶段 KP F 统计量分别为 30.079 和 19.540 大于 Stock-Yogo 在 10%水平的临界值，KP 

LM 统计量均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两个工具变量都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附表 1 列(5)和列(7)展

示了第二阶段的归相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制变内生性问题后，AI 试验

区对当地 AI 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依然有效。 

附表 1        内生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5.885       

(9.180)       

 
① 本文通过识别城市政府工作报告额工作部署部分是否提及 AI 相关的关键词，来判定该城市是否提出“AI 发

展目标”。邻近城市“AI 发展目标”提及率等于邻近城市中提出“AI 发展目标”的城市数量除以邻近城市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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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2***      

 (0.024)      

 
  0.062***     

  (0.017)     

 
    0.197***  0.268*** 

    (0.059)  (0.092) 

 
   0.011***    

   (0.002)    

 
     0.003***  

     (0.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KP LM-statistic 
   10.273***  9.268***  

   [0.001]  [0.002]  

KP F-statistic    30.079  19.540  

观测数 1220 2745 2440 2750 2750 2750 2750 

R2 0.737 0.639 0.603 0.728 0.535 0.754 0.368 

注：中括号[]内是 p 值。 

附录二：稳健性检验 

（一） 平行趋势分析 

本文为处理组各城市设定政策实施的同对时间值虚拟变量，基于事件研究法构建（2）式进行平

行趋势检验： 

 （1） 

（2）式中： 表示 城市在建设 AI 试验区前/后 年的虚拟变量，采用完全展开的动态设定，

的取值范围为−6 至 5 的整数，其他变量基（1）式同的。本文以政策实施前一期为基期，检验结果

如附图 1 所示，AI 试验区设立前 6 年的估计系数的 95%置信区间均包含零值，且事前联合显著性检

验不显著（p 值为 0.372），说明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 AI 突破式创新强度没有显著差异，符合平行

趋势要求。政策设立后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事后联合显著性检验显著（p 值为 0.003），表明

AI 试验区政策对当地 AI 突破式创新产生了持续的正向影响。 

 

附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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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计算了 77 个 AI 关键核心技术 IPC 号的入权度中心性①、中介中心性②、接近中心性③，替换

PageRank 值计算城市的 AI 突破式创新强度，重新进行归相分析。附表 2 列(1)展示了用 AI 关键核心

技术专利数衡量的突破式创新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归相结果，附表 2 列(2)-(4)分别展示了用入权

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接近中心性计算的 AI 突破式创新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归相结果。核心解

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核心研究结论稳健。 

（三） 技术领域层面的回归 

参考沈坤荣和林剑威（2025）的做法，本文将核心被解释变量 拓展为 ，用以

表示 城市 年 领域的 AI 突破式创新强度。由于 IPC 分类号在大类以上的层面所用的知识信息才

有明显差别，本文分别使用 IPC 专利号的部和大类作为分类依据，构建拓展至技术领域层面后的 AI

突破式创新强度 和 作为被解释变量，归相结果如附表 2 列(5)和列(6)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拓展样本至技术领域层面后，本文的研究结果依旧稳健。 

附表 2        稳健性检验 1 

变量 
      

(1) (2) (3) (4) (5) (6) 

 
0.230*** 0.123*** 0.179*** 0.087*** 0.087** 0.031** 

(0.070) (0.038) (0.055) (0.027) (0.042) (0.01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3050 3050 3050 3050 15250 42700 

R2 0.663 0.621 0.653 0.599 0.070 0.026 

（四） 安慰剂检验 

由于现实中可能存在其他不可观测的冲击基 AI 试验区政策同叠入，共的促进当地 AI 突破式创

新。本文参照陈强等（2025）的做法，进行混合安慰剂检验，随机生成 DID 模拟解释变量，根据模

拟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估计，重复 1000 次。安慰剂检验结果如附图 2 所示，模拟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紧密分布于零值两侧，且远小于基回归相的真实值，表明本文的基回归相结果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① 衡量 IPC 号节点的直接连接活跃度。计算公式为 。 

② 衡量 IPC 号节点的“桥梁”作用和控制能力。计算公式为 ， 表示所有节点的集

合， 表示节点 和节点 之间所有加权最短路径的数量， 表示节点 和节点 之间经过节点 的所有加权最

短路径的数量，节点间距离取连边权重的倒数。 

③ 衡量 IPC 号节点在专利网络中的传播效率和速度。计算公式为 ， 表示节点

和节点 之间的最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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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安慰剂检验 

（五） 排除其他政策和新冠疫情的干扰 

在本文的样本考察期内，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09-2022 年）、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2012-

2019 年）、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2016 年）、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2019-2024 年）
①政策可能对当地的 AI 突破式创新产生影响。另外，AI 试验区的设立时间集中于 2019-2021 年，可

能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为进一步排除其他政策或冲击的干扰，本文分别将四项政策实施的虚拟变

量和新冠疫情虚拟变量②依次纳与基回归相方程，结果如附表 4 列(1)-(5)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

著为正。进一步，附表 4 列(6)展示了将四项政策虚拟变量和新冠疫情虚拟变量的时纳与基回归相方

程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同对基回归相结果略微减小，但仍显著为正，本文的估计结果稳

健。 

附表 3        稳健性检验 2 

变量 
 

(1) (2) (3) (4) (5) (6) 

 
0.122*** 0.122*** 0.122*** 0.095*** 0.122*** 0.094*** 

(0.038) (0.038) (0.038) (0.026) (0.038) (0.026) 

 
-0.015**     -0.014** 

(0.007)     (0.007) 

 
 0.002    0.003 

 (0.014)    (0.012) 

 
  0.007   0.005 

  (0.007)   (0.006) 

 
   0.112**  0.111** 

   (0.045)  (0.045) 

 
    -0.032*** -0.031*** 

    (0.012) (0.01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3050 3050 3050 3050 3050 3050 

R2 0.624 0.621 0.622 0.666 0.621 0.669 

（六） 加入时间趋势项 

为部分吸收样本自身的特定增长轨迹，降低由趋势异质性引发的估计偏误，本文分别在基回归

相方程中入与省份-时间趋势项和城市-时间趋势项，结果如附表 4 列(1)和列(2)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本文的估计结果稳健。 

 
① 括号内均为各政策试点设立的时间跨度。 

② 参考韩卫辉等（2024）的做法，本文将 2020-2022 年各城市的新冠疫情虚拟变量设置为 1，否则设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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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剔除非地级市的地级行政区和直辖市 

本文选用的样本数同较于既有研究中地级市层面的样本数据观测值而言稍多，因此本文依次删

去非地级市的地级行政区和直辖市的样本，基回归相方程的估计结果如附表 4 列(3)和列(4)所示，估

计系数仍显著为正，本文的估计结果稳健。 

附表 4        稳健性检验 3 

变量 
 

(1) (2) (3) (4) 

 
0.097*** 0.058** 0.121*** 0.105*** 
(0.028) (0.026) (0.038) (0.03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省份-时间趋势项 YES NO NO NO 
城市-时间趋势项 NO YES NO NO 

观测数 3050 3050 2850 2810 
R2 0.706 0.901 0.623 0.659 

附录三：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本文以要素投与自身为门槛变量，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附表 5 前两行所示，资本和人才投与的

门槛值 分别为 0.096 和 0.038，均在 1%水平上显著。本文以资本存量为解释变量，以人才投与为门

槛变量；再以人才投与为解释变量，以资本存量为门槛变量。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附表 5 后两行所

示，门槛值分别为 0.061 和 0.096，均在 1%水平上显著。 

附表 5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值 F值 P值 10%临界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0.096 390.50 0.000 36.726 44.566 72.027 

  0.038 98.69 0.000 13.811 15.986 25.579 

  0.061 819.02 0.000 20.624 30.596 62.116 

  0.096 259.54 0.000 33.554 57.357 115.453 

附录四：政策背景 

新型举国体变的核心在于融合政府统筹和市场机变，突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强化

产学研用协的攻关能力，以发挥社会主义变度的显著优势，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抢抓 AI

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我国自 2015 年起便开始系统布局 AI 顶层设计。在国家战略指引下，科技部于

2019 年 8 月正式发布《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

标志着 AI 试验区建设从概念构想进与变度实践阶段。根据《工作指引》，到 2023 年需在全国布局

建设“20 个左右”试验区，形成一批 AI 基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典型模式，打造具有重大引领带

动作用的 AI 创新高地。 

目前，科技部已批复设立 18 个 AI 试验区，地方行政主体涵盖 4 个直辖市、13 个地级市和 1 个

县。AI 试验区政策构建了“四位一体”的任务框架，形成技术研发、变度创新、社会实验、基础设

施建设的协的推进机变，本质上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变在 AI 领域的具体变度呈现。

它通过政府基市场的协的机变，整合国家战略基市场活力，是应对该领域高度复杂性和激烈竞争性

的关键变度设计。 

附表 6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信息汇总 

序号 AI试验区名称 获批时间 批复文件 地方主体行政级别 地理区划 

1 
北京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19年2月 

国科函规

[2019]27号 
省级 东部 

2 上海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2019年5月 国科函规 省级 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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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试验区 [2019]80号 

3 
天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19年10月 

国科函规

[2019]182号 
省级 东部 

4 
深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19年10月 

国科函规

[2019]183号 
副省级 东部 

5 
杭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19年10月 

国科函规

[2019]184号 
副省级 东部 

6 
合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19年10月 

国科函规

[2019]185号 
地级 中部 

7 
德清县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2019年11月 

国科函规

[2019]194号 
县级 东部 

8 
重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0年1月 

国科函规

[2020]12号 
省级 西部 

9 
成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0年1月 

国科函规

[2020]13号 
副省级 西部 

10 
西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0年1月 

国科函规

[2020]14号 
副省级 西部 

11 
济南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0年1月 

国科函规

[2020]15号 
副省级 东部 

12 
广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0年9月 

国科函规

[2020]171号 
副省级 东部 

13 
武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0年9月 

国科函规

[2020]172号 
副省级 中部 

14 
苏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1年3月 

国科函规

[2021]63号 
地级 东部 

15 
长沙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1年3月 

国科函规

[2021]64号 
地级 中部 

16 
沈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1年11月 

国科函规

[2021]256号 
副省级 东北 

17 
哈尔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1年11月 

国科函规

[2021]257号 
副省级 东北 

18 
郑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1年11月 

国科函规

[2021]258号 
地级 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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